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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 

绩效的空间效应研究 

郭炳南 唐利 张浩
1
 

【摘 要】：本文基于 SBM 超效率模型测算 2004～2019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利用空间杜宾

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总体水平较高，

上中下游区域的生态福利绩效有显著差异，并呈现下游、中游、上游依次递减的分布状态；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福利

绩效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形成了下游为主的高水平区域，上游为主的低水平区域；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

福利绩效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外资利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存在

空间效应。鉴于此，应通过环境协同治理、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等措施，以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

福利绩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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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福利绩效是指一定自然资源消耗水平下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程度，契合了“环境—经济—福利”耦合协同的需要。环

境规制通常是指为减少环境污染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及措施，已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方式。长江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轴

带，是东中西部区域互动协调发展带，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因此，新时代下如何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多赢”,已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重要课题。 

一、文献综述 

生态福利绩效衡量了自然资源投入所产生的人类福利价值。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源于 Daly(1974)的思想，他提出可持续发

展必须同时考虑自然资源消耗和福利水平。
[1]
关于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集中在两个维度：第一，关于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Daly(2005)认为，人类已经从“空的世界”进入到了“满的世界”,在“满的世界”经济增长不会伴随着福利的增加。
[2]Dietz et al.(2012)实证分析了 5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关系，发现两者存在 U型关系。[3]Jorgenson(2014)基于

106 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有利于生态福利绩效。[4]臧曼丹和诸大建(2013)研究发现，G20 国家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关系。[5]第二，关于生态福利绩效的测度，主要测度方法有比值法、数据包络分

析法等。如，Common(2007)将其表示为快乐生活寿命与生态足迹的比值。[6]诸大建(2013)将其表示为人类发展指数与生态足迹的

比值。[7]Knight & Rosa(2011)采用回归方程中的非标准化残差项表示生态福利绩效。[8]龙亮军、王霞(2016)采用数据包络分析

法来计算生态福利绩效。[9] 

关于环境规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有 3 类观点：第一，“遵循成本假说”认为环境规制通过增加企业治污成本，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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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研发投入，不利于生产率。韩国高(2017)、郑加梅(2018)的研究证实了“遵循成本假说”的存在性。[10,11]第二，“波特假说”

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调动企业研发积极性，促进生产率提升，降低生产成本。Lanoie et al.(2008)、张平和张鹏鹏(2016)均证

实了“波特假说”的存在性。
[12,13]

第三，不确定性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与企业性质、规

制工具类型、政策环境等因素有密切联系。Kheder & Zugravu(2012)、李小平和余东升(2020)证实了环境规制对经济绩效影响

的不确定性。[14,15]在环境规制对经济绩效影响研究的基础上，相关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绿色经济效率、

绿色发展效率等的影响研究，[16～18]而关于环境规制与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郭炳南和刘堂发(2020)利用门限效应模

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门限影响，[19]但其忽略了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效应，也未深入阐释其理论影响

机制。 

综上，已有文献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多数文献集中于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生态福利绩效的测度研究，较

少关注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尤其缺乏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理论影响机制的探索。二是已有文献主要以全国

或城市为研究对象，较少研究特定流域经济带的生态福利绩效。三是已有文献缺乏从空间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和生态福利绩效的

关系。事实上，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研究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关联性以及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效应有

重要的政策价值。因此，本文拟构建一个三部门生产模型，阐释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理论影响机制，并基于 2004～2019

年长江沿线 11个省份面板数据，测算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福利绩效，基于空间视角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

的空间效应，以期为提升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机制与假说 

借鉴 Acemogluetal.(2012)的研究思路，设立一个中性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生产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假定要素在不同部门

自由流动，第一阶段为中间品生产，中间品部门生产两种中间品：生态技术中间品(不产生污染)和非生态技术中间品(产生污染);

第二阶段为最终品生产，第一阶段中间产品生产函数如下：[20] 

 

式(1)中，t 为时间，i=c 为生态技术中间产品部门，i=e 为非生态技术中间产品部门，Ait表示技术进步，Kit表示中间品的

资本投入，Lit表示中间品的劳动力投入，β为资本产出的贡献，假定β∈(0,1)。 

第二阶段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为： 

 

式(2)中，Yit表示最终产品，Mct表示生态技术中间品产量，Met表示非生态技术中间品产量，α表示中间品的替代弹性，α>1,t

表示时间。设立中间品技术创新函数： 

 

式(3)中，εi为技术创新达成率，λ为技术存量增加率，pit为创新参与人数。不同技术创新模式比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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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中，r为中间品的资本投入。 

假定中间品生产 Met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负外部性),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中间品生产需要支付环境规制成本 τ。非生态

技术中间品将被征收从价环境税率 τ,并对生态技术中间品给予补贴率 q,mt表示资本的价格，wt表示劳动力的价格，如式(5)和

式(6)。非生态技术中间品和生态技术中间品生产的利润分别为： 

 

由式(5)和式(6)可以得到命题假说：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环境规制促使生态技术中间品与非生态技术

中间品的相对利润的变化，提升绿色生产率，减少污染排放，增加绿色产出，进而提升生态福利绩效。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1.生态福利绩效的测度模型 

借鉴冯吉芳和袁健红(2016)的指标选择方法，基于 SBM 超效率模型，以各省份人均用水量、人均建成区面积和人均消耗标

准煤为资源消耗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期望产出，其中包括教育程度(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医疗卫生水平(以预期

寿命来表示)和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 GDP表示);非期望产出为环境污染排放，以人均 SO2排放量、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固

体废弃物排放量来表示。[21]构建 SBM超效率模型如下所示： 

 

式(7)中，假定生产系统中有 n 个 DUM,m 个投入要素，意合产出 s1种，非意合产出 s2种，x,yg,yb为相对应的矩阵；θ*表示

生态福利绩效效率值，值越大表明效率越高。本文基于式(7)测算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 

2.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为了考察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依赖性，采用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如下： 

全局莫兰指数定义为： 



 

 4 

 

式(8)中， 为样本方差； 为样本均值； 为所有空间权重之和，本

文选用 0～1邻接空间权重矩阵。 

局部莫兰指数定义为： 

 

正的 Ii表示区域 i的高(低)值被周围的高(低)值所包围；负的 Ii表示区域 i的高(低)值被周围的低(高)值所包围。 

3.空间效应检验模型 

考虑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空间计量模型的一般化形式如下： 

 

式(10)中，当θ=0时，为空间滞后模型(SAR);当θ=ρ=0时，为空间误差模型(SEM);当γ=0时，为空间杜宾模型(SDM)。

被解释变量生态福利绩效(EP)由 SBM超效率模型测度可得。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采用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比重来表示，依据

理论假定，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其余主要控制变量有：外资利用(FDI),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 比重来表

示。产业结构(IND),采用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表示。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人均 GDP 表示。技术进步(TC),采用专利发明

数量表示。原始数据均来源于 EPS统计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 

1.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测度结果 

由图 1可知，2004～2019年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均值为 0.825,整体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较高，总体福利值呈现波

动上升趋势，生态福利绩效值自 2004 年的 0.707 上升至 2007 年的 0.819 后开始缓慢下降至 2010 年的 0.797;2011 年后生态福

利绩效开始逐步上升，2018年达到峰值，但在 2019年有小幅下降。总体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福利绩效呈现逐

步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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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4～2019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变动趋势 

由表 1可知，2004～2019年间长江经济带上游省份(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生态福利绩效均值为 0.710,中游省份(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生态福利绩效均值为 0.819,下游省份(上海、江苏、浙江)生态福利绩效均值为 0.987,呈现下游最大，中游

次之，上游最小的阶梯分布状态。从具体省份来看，上海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值均值为 1.007,实现了 DEA 有效，说明上海的生态

福利绩效处于效率前沿，投入产出均达到了最优配置。2004～2019年江苏和浙江的生态福利绩效均值分别是 0.970和 0.982,趋

近于有效前沿。排名靠后的 3个省份分别是贵州(0.670)、四川(0.693)、重庆(0.710)。上海与贵州生态福利绩效均值差为 0.337,

表明长江经济带省际之间的生态福利绩效差距较大。 

表 1 2004～2019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生态福利绩效值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2004 0.973 0.932 0.802 0.789 0.513 0.735 0.620 0.579 0.518 0.572 0.747 

2005 0.946 0.916 0.946 0.790 0.636 0.758 0.813 0.619 0.677 0.735 0.789 

2006 0.958 0.935 0.877 0.828 0.853 0.769 0.797 0.576 0.691 0.648 0.832 

2007 0.993 0.932 0.954 0.874 0.865 0.804 0.813 0.697 0.676 0.636 0.769 

2008 1.028 0.964 0.978 0.837 0.759 0.805 0.756 0.688 0.662 0.548 0.788 

2009 1.026 0.964 1.073 0.860 0.740 0.835 0.807 0.598 0.597 0.567 0.732 

2010 0.969 0.973 0.981 0.784 0.793 0.789 0.833 0.687 0.689 0.578 0.691 

2011 1.059 0.917 1.052 0.820 0.833 0.765 0.799 0.731 0.763 0.682 0.711 

2012 0.963 1.001 0.961 0.842 0.867 0.872 0.823 0.775 0.681 0.767 0.679 

2013 0.947 0.956 0.984 0.863 0.935 0.864 0.862 0.686 0.755 0.778 0.735 

2014 0.986 1.014 1.033 0.835 0.821 0.837 0.918 0.758 0.729 0.811 0.802 

2015 1.126 0.982 0.963 0.755 0.899 0.860 0.838 0.794 0.744 0.698 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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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958 1.015 0.968 0.891 0.908 0.746 0.894 0.816 0.756 0.681 0.789 

2017 1.094 0.995 0.942 0.834 0.895 0.814 0.855 0.818 0.746 0.655 0.809 

2018 0.983 1.025 1.103 0.879 0.916 0.847 0.871 0.831 0.736 0.698 0.834 

2019 1.101 1.006 1.102 0.845 0.910 0.736 0.837 0.701 0.664 0.660 0.814 

均值 1.007 0.970 0.982 0.833 0.821 0.802 0.821 0.710 0.693 0.670 0.769 

 

2.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邻接矩阵考察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个省份 2004～2019 年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全局莫兰指数值，并绘制了局部莫兰

指数散点图(见表 2,如图 2和图 3所示)。 

表 2 显示，生态福利绩效的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值，指数介于 0.237～0.648,均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长江经济

带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 

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反映了空间集聚的局部特征，图 2和图 3分别为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 2004年和 2019年生态福利绩效

的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从图 2 和图 3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省份位于 H-H和 L-L 象限。2004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4 个

省份位于 H-H象限；2019年，安徽从 H-H象限变向 L-H象限。2004年，湖南、重庆、四川、贵州 4个省份位于 L-L象限；2019

年，湖北从 H-L 象限转向 L-L 象限；江西从 L-H 象限转向 H-H 象限；云南从 H-L 象限转向 L-L 象限。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生

态福利绩效的局部空间集聚模式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多数省份位于 H-H 象限和 L-L 象限，呈现相似空间关联性，说明长江经济

带生态福利绩效不仅存在空间依赖性，而且存在空间差异性。 

表 2 2004～2019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Z值 P值 年份 莫兰指数 Z值 P值 

2004 0.476 2.741 0.003 2012 0.429 4.173 0.000 

2005 0.254 2.342 0.010 2013 0.371 3.828 0.000 

2006 0.341 3.308 0.000 2014 0.437 2.852 0.004 

2007 0.467 4.305 0.000 2015 0.528 3.185 0.001 

2008 0.348 3.844 0.000 2016 0.371 3.355 0.000 

2009 0.364 3.820 0.000 2017 0.331 3.385 0.000 

2010 0.361 3.857 0.000 2018 0.398 3.797 0.000 

2011 0.366 3.993 0.000 2019 0.648 3.92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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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4年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图 3 2019年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结果 

表 3 显示，Wald 检验和 LR 检验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拒绝了 SDM 模型转化为 SEM 模型和 SAR 模型的原假设。因

此，本文采用 SDM模型进行空间回归分析。 

表 3空间杜宾模型适用性检验 

 

SEM模型 SAR模型 

统计量 P值 统计量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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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检验 19.38 0.004 17.41 0.008 

Wald检验 27.03 0.003 21.48 0.001 

 

由表 4可知，环境规制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影响系数为 0.121,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

和创新，改变了企业生产结构，促进了企业清洁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的排放，使生态

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提升了居民的福利水平，从而有利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说。外资利用对

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外资会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长江经济带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生态福利绩

效。技术进步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无显著影响，可能由于相关技术发明专利转化率不高，尚未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产生显

著影响。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存在“不脱钩”状态，经济发展

是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前提，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随着第三产

业比重不断增加，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得以转型，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生态环境，提升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当地的生态福利绩效的改善可促进周边区域的生

态福利绩效。环境规制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系数为-0.461,表明本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导致污染企业向周边

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区域转移，引起周边地区污染增加，降低了周边地区的生态福利绩效。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

应，表明本地区经济发展不利于周边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容易对周边地区人才、资本

和技术产生虹吸效应，提升当地生产率以及污染治理能力，从而降低相邻地区生态福利绩效。 

表 4 2004～2019年基于 SDM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t值 变量 系数 t值 

ER 0.121** 1.96 W*ER -0.461*** -3.24 

FDI 0.195
***
 3.33 W*FDI 0.310

***
 4.21 

TC 0.039 0.03 W*TC 0.046 1.43 

lnPGDP 0.088*** 2,88 W*lnPGDP -0.509** -2.45 

IND 0.150* 1.82 W*IND 0.263 1.02 

ρ 0.119
***
 3.29 Log-L 251.221 

R
2
 0.729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三部门生产模型阐释了环境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机制，利用 SBM 超效率模型测算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福

利绩效，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第一，2004～2019 年间长江经

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均值为 0.825,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上中下游区域之间生态福利绩效有显著差异，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阶

梯式分布格局。第二，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形成了下游地区为主的高水平区域，上游地区为主

的低水平区域。第三，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第四，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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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会对生态福利绩效产生空间影响效应。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加强环境政策协同，构建环境治理区域协作机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

福利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要充分利用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引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促进企业清洁生产，提升企业绿色发

展能力。同时，建立污染防治的协作执法机制，降低环境规制的负向空间溢出，有效阻断污染产业向区域外转移，减少污染的

外溢，从而实现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第二，树立生态福利绩效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提高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

福利的耦合协同性为目标，减少自然资源消耗，改进社会福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着力提升要素利用效率，增强产业发展的集约性，提升第三产业占比，加快产业高级化，从而提升生态福利绩效。第

四，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升外资利用质量。进一步扩大开放，优化外资结构，鼓励外资进入清洁环保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充

分发挥外资的技术外溢，提升生态福利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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